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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 
熊卫民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 [1]，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

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

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它和

“科学十四条”一道，被评于“新中国50年100件大事”之一；而周恩来在会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则被认为是“建

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2]；还有人认为，它的召开和“科学十四条”的贯彻，使“我国真正

出现了科学的春天”[3]。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研究还非常不足。本文将对广州会议最基本的材料——分发给每位代表的厚约500页的铅印

《简报》，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初步的研究：对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等进行分类，以察看大跃进期间，我们国

家，尤其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究竟存在哪些显著的问题；并考察1960年代初，科学界的精英们对那些问题的源头有哪些认识，试

图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以及在那些遮遮掩掩的言论和举措背后，有哪些策略考虑等。 

 

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出现的问题 

广州科学技术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主题一）。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

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

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于是会议又增加了一个主题：总结科技大跃进的教训（主题二）。在

会议第二天，会议核心领导小组发现，科学家们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属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聂荣臻决定请周

恩来、陈毅到会来解答。他俩在会议中后期所作的发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进一步将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主题三）。 

围绕主题二的发言最多。可将相关言论大致分为九类，限于篇幅，每类仅列举一个例子（皆引自会议《简报》）如下： 

 

1、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有的同志说，有些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我很怀疑，因为它害人不浅，破害国家财富。如汽车列车化，四吨车拉百吨货，我听了认

为这样搞会“天下大乱”，可是很多方面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创造”，纷纷报喜、参观、推广。结果，列车走不了几分钟就碰破

头，跑断腿。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不心痛，还安慰，说是群众创造免不了失败。 

 

2、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 

有同志列举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浪费的几件事：一、煤气化……二、超声波化，电厂也响应，特别是锅炉

都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有同志指出，很多地方搞柴油掺水，结果损坏机器

严重。 

 

3、浮夸风 

有同志说，主导思想是：量多就能出成果。展览会上的加速器、计算机，都不能运转，就戴上国际水平的帽子，积极性发挥在戴帽

子上！这是科学的学风，还是浮夸的学风？因为我有不同的意见，就说我有框框，有清规戒律，结果我做了检讨。 

 

 



4、理论联系实际 

数学组着重讨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数学发展的命运……有同志说，这几年，代数、几何，

成了难兄难弟，被认为是无用的……函数论已经成为空白学科了。 

 

5、科学、教育、卫生界的口号和“风” 

医学组有些同志对近年来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一些口号和提法，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具体包括“创立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

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批判西医观点”、“有病就有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慢病快治”

等——笔者注] 

 

 

6、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于红松更新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在整风反右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带岭森林工业局党委书记□□□同志对这

场争论作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

《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讲话了。 

 

7、教育革命 

有同志说，1960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

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有同志接着说，不用说出难题，我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就给□□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我戴了好几年，后来不教这门

课□□摆脱了。 

 

8、保密制度 

许多小组对保密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害处甚大……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

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传不出来。……轻工业部两位部长，到

北京一个直属造纸厂去，工厂竟因要保超声波的密，不让到车间。 

 

9、时间问题 

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一百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

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

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除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外，还有一些意见涉及对大跃进运动总的评价。 

有位同志[4]说，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养成一股歪风……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 

（一）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二）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不只他们本人受影响，而且影响到下一代。 

（三）在校几十万青年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这比一个工厂出废品损失大得多，因为废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

学生尚可补救，有的人就完了。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 

（四）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 

……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不知道哪是九个？哪是一个？九比一还是同一数量级，实际上

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 

 

有同志说，有口气未出。十二年科学规划对许多问题订得很具体，但执行得如何很少过问。却出来了什么土洋结合，超声波化，等



等，用这许多冲动性的口号来代替规划，而对花了许多力量制定的规划摆在一边不管，这是什么道理？ 

 

有同志[5]说：1958年大炼钢铁，现在看来，到底是怎么一盘总帐？听说小土群发展成小洋群了，情况到底如何？领导上对科学技

术工作者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如果不好公开，是不是在这个会上向大家讲一下，开导开导，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此前，在1960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神仙会”上，以及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

《科学十四条》）前的调研工作中，不少科学家也就“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代表来源更广，可以

说是全国各科技部门意见的汇总。 

当然，这个汇总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科学家们在发言时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

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6]。而且

如果没有聂荣臻苦口婆心的动员，再加上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的当众检讨，这一点心里话他们也不会说。 

由上述相当节制的意见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对于“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重要措施，如“群

众运动”、“大兵团作战”、“XX化”、“土洋结合”，等等，他们几乎全持否定看法。而这些措施正是当时科技政策所导致

的。该政策在一篇由聂荣臻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它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要坚持四个原则：

“（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线。” [7]这几个原则在字面上

都很漂亮，但它们所实际反对的正是以专家为主导者的科研正道——该文将后者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正是在这个纲领

的指引下，各级领导干部才把科学家抛在一边，直接运动群众，不顾科学规律，空想、妄想，胡干、蛮干，并最终导致了极其巨大

的损失。通过揭示原有科研路线所导致的大量问题，可以说会议代表们对大跃进时的科研路线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而在最后总结

时，聂荣臻也基本认同这种清算——他承认了错误，对原定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抛弃许多具体的错误做法

[8]。 

考虑到在会议之前制订并传达的《科学十四条》已对“大跃进”中的举措进行了不少修正，这次汇集了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位

科学技术主管干部的会议又可以说是对《科学十四条》的说明和贯彻。但与一般的贯彻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深化了《科学

十四条》的主题，提出了更深沉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把他们当成剥削者，而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和社会

的主人；同时摆正行政干部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改变科学家在科技问题上地位低下的状况。这个方案也由科学家们的意见所引

发。 

 

知识分子的属性或社会位置问题 

在执政党的眼中，摆脱了愚昧状态、文化程度较高的国民——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是被领导的“群众”，还是真正的主

人，还是主人中的骨干），还是朋友（是暂时的朋友，还是长久的可信赖的朋友），还是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敌对人士，还是

永远的专政对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决定其是否能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自“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派”

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当作异己分子、被改造者、斗争对象，乃至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能“人尽其才”，更是因此而深深

体会到了歧视之痛，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有些大胆的代表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含蓄地质问执政党：凭什么那样对待他们？ 

有同志[9]提出，现在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

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

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谈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标准又太高了。可是，中间又没有别的。[10] 

 

学术观点不对，如主张“无油论”等，也给加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现在解放12年了，是否还要戴这顶帽子？这

次总理报告，能否将二者分开，下个结论，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到剥削阶级是如何算法？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

去鼓动群众盲干： 

 

有同志说，专家对科研有不同见解，结果总认为专家有框框，弄得专家有意见不讲了。 

 

有位同志说，“总是叫大家鸣放、贴大字报。但是，说了谁听呢？说了又算又不算？”  



 

有同志说，有些重大的技术问题，至少要在几个月以前通知有关专家，把材料寄给他们，充分进行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我参加

过水电部召开的几次有关三峡等工程的会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百年大计的事。其实部党组早已有所决定，形式上还找我们商量一

下。开会只有三小时，要专家在三小时内对这么重大的问题表达意见，很难。提了意见也不听。既然你决定了，还讨论干什么？有

同志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条言论最为尖锐，既分析了科学家不敢讲话的原因，又不点名地对一些出自毛泽东之口、已化为口号的话进行了抨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

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

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

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

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

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作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

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

□□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

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得多。科学问题是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

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

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

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



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

对意见[11]也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还

先后站出来当众作了检讨，代表有关机构和组织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笔者和薛攀皋合作的《追忆广州会议》文已对相关内容作

过详细介绍，就不再在此重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为什么会在科技大跃进方面犯错误的政策原因，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可以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而已经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正是这种共识的结晶。鉴于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而且超越了科学技术领域，聂荣臻特意请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 

韩光、张劲夫等把登了马大猷发言的《简报》给周恩来看，要求周恩来解答马所提的问题[12]。周恩来十分谨慎，召开了一个有陶

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韩光、范长江、林默涵、齐燕铭等两个广州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大家一个一个表

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那我们在这

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13]。 

然后，3月2日，周恩来作了那个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他一方面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

民的队伍当中”，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并说知识分子出现左、中、右三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算在

思想上属于右翼，只要不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也还被算在人民联盟之内。[14]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对“党领导一切”作了新的解释，表示在业务问题上应该给科技工作者以发言权。他说： 

 

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

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

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15] 

 

与会的科学家对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是欢迎的。但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属性方面，他们又觉得周恩来比较含糊的讲话“不过瘾”。

会议的领导小组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后一类观点在由他们所指导编辑的《简报》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有同志问：老知识分子中，除了党员外，到底还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

是：出身、所受教育、过去曾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变，如此下去这个帽子不能脱了。 

 

有的同志认为总理的报告没有明确地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摘掉，或还要戴多少年，或知识分子中还有哪些人要戴帽。有同

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到底何时脱掉？ 

 

周恩来称自己忙，跟陈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后就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陈毅去回答。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陈毅豪

爽、干脆得多，在3月5日的报告中，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

给你们行“脱帽礼”！[16]  

 

陈毅还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作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

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利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

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17]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答，会开到这里，可以说到了高潮。科学家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周恩来、陈毅的讲话，然后，正

式转入对十年规划问题的讨论。几天之后，由聂荣臻作总结报告，正式结束了这个“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的大

会。 

 



小结 

“文革”时，广州会议被说批判成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演”[18]，而会议《简报》则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

要工具[19]。这是对广州会议的污蔑。虽然对科技大跃进实际进行了整体的否定，但科学家们在提意见时的态度却是非常委婉和有

节制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和犯了大错的最高领导以及执政党去讲道理。除傅鹰、钱学森、马大猷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他

发言者都紧紧把自己限制在“善意的批评”的范围之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据会议秘书薛攀皋先生回忆，“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

都近乎噤若寒蝉”[20]。 

而与会的领导干部，除陈毅和陶铸外，更没说多少批评意见。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科学家的批评还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这类“正

确的话”几乎都没能被登到《简报》之上。而支持科学家“鸣放”的韩光、于光远等会议核心组成员，也没在《简报》上说什么

话。当然，通过编辑《简报》，他们想说的话大多已被登了出来。 

而贵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更是谨小慎微：首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变成集体的决定，然后，在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上，他并不明确表

态，而把这个事情交给陈毅去做。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明确、完整地表露自己的心意？根子在最上层——包括“三面红旗”、把知识分子划入敌对阶级在内的

“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毛泽东，而他并没有在那些问题上作明确的转弯表态。事实上，仅在广州会议结束后约半年，

他和陆定一等人就开始明确地反对“脱帽加冕”[21]，陈毅、周恩来、陶铸等人并没能把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牌紧箍咒摘

下来。所以，由众多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和300多名知名科学家在广州所进行的这场反思所带来的实际只是一种较小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还是有意义的，它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达，一度鼓舞了科学家的士气，教育了某些左倾的领导干部，为《科学十

四条》的贯彻扫开了障碍，从而为1960年代前半叶中国科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本文载于《炎黄春秋》2009（8）：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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